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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年輕人難以向上流動的迷思 

縱使香港近幾年失業率低與經濟財政狀況平穩，年輕人近 10 年面對一連串的自

身困難，包括教育、就業、置業、創業和向上流動等，怨氣似有增無減。 

此外，加上對一連串社會現象，如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政治紛爭、陸港矛

盾、資源與政經權力分配不公等的加劇，這些矛盾和怨氣在 2014 年秋政改佔領

事件中激化突顯出來。 

特區政府於佔領事件後亦承認青年政策與向上流動出現問題，須要重新檢討和

回應年輕人的訴求，2015 年的《施政報告》更提出多項短期支援措施作回應，

包括設立「青年發展基金」協助年輕人創業。不過，不少人認為港府對現今青

年議題的理解過時，甚至錯判年輕人的想法，未斷症就落藥，未完全了解他們

所需；單靠甜頭也未能滿足年輕人的期望或改變未來主人翁的心態，無助化解

社會矛盾。他們相信，現今年輕人不但要求更多流動機會改善生活，更關心民

主、公義和公平等一些非物質核心價值的追求。 

向下流沒有增加 

無論政改結果為何，我們不能只追求政治理想而放下其他當前政策制度與個人

自身的追求。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 2014 年底的調查，最多年輕人期望《施政報

告》會優先處理房屋規劃（45%），然後依次是政治及管治（24%）、民生及福

利（13.2%）、經濟發展（5.4%）。 

那雖非問題的全部，但年輕人流動仍是大眾較為關心的問題。近年，很多人認

為年輕人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即在社會經濟地位或職業階層上的轉

變）減慢了；相反，也有一些創業家相信現今年輕人擁有的機會仍比三四十年

前為大。這些爭論只反映片面或表面徵狀，未能指出整體實際流動水平、改變

和因由。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有系統地分析，以提升年輕人流動和減少流動不

足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香港屬於高平均個人年收入（25000 美元）而又高度貧富懸殊的社會（2014 年

的堅尼系數已達 0.537），官方數據更顯示兩極擴大的趨勢。中高層就業人士 10



年來的收入流動變化減少，近 5 年的情況更差。以收入分布及相對貧窮人口比

例來看，一些近期統計分析，反映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能力沒有明顯改善。但收

入差距與社會流動不一定是直線關係。 

2014 年底立法會研究報告指出，經理及行政人員級職位 20 年間增長不足 5%，

由 1991 年 13%升至 2011 年 18%；同期輔助級經理人員比例不斷上升，年輕人

更集中擔任該類職位。至於年輕人從事工資較低的服務與銷售工作不斷上升，

由 1991 年的 21%增至 2011 年的 34%。 

根據香港科大吳曉剛幾年前發表的研究，相對「第四代」（1976 至 1990 年間出

生）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 14 歲時其父親的職位比較，整體向上流佔六成七、停

滯佔不足一成、向下流佔兩成四。結果證實，隔代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大多為向上流。相對「第四代」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自己的第一份

工，研究發現整體向上流佔兩成八、停滯佔五成，而向下流佔兩成二。 

在停滯方面，「第四代」佔 4 個年代的六成三，向上流（兩成一）與向下流

（一成五）均比其他世代為低。由此證明，香港「第四代」呈現同代流動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停滯不升的明顯趨勢，但向下流（包括同代及隔

代）卻沒有增加，年輕人流動情況並不像很多人所說的那麼差。吳的迴歸分析

結果也發現，教育程度較高、家境較富裕與成為中產階層有顯著正相關，證明

個人出身確實能影響其向上流動機會，並非真的人人平等。 

客觀定量的社會流動數據與個人主觀感受可能不一樣，主觀感受調查可了解年

輕人認為向上流動的機會有多少困難。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於 2011 年中的研

究發現，五成二受訪者認為目前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並不足夠，六成五人認為

流動機會比起 14 年前差了。 

未有埋怨社會 

筆者在 2010 年年底參與專資會的意見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只有約半成「第四

代」受訪者在過去 5 年覺得自己有向上流動、七成半認為停滯、約有兩成感到

經歷向下社會流動。再次證實向下社會流動沒有成為普遍現象。 

 



「其他世代」受訪者比「第四代」受訪者對社會流動機會的看法較正面。這些

主觀感覺結果與上述的客觀數據有差異，前者發現「第四代」流動停滯的比例

比後者高出約兩成半，但向下流比例卻相若。四分三年輕人感到流動停滯，因

而引起了負面情緒是可以明白的。 

「第四代」受訪者認為，自己未能向上流動的原因依次為「學歷低」

（52%）、「香港經濟唔好」（39%）、「政府政策失誤」（33%）、「我唔夠

努力」（33%）、「缺乏相關經驗」（26%）、「家庭背景唔好」（17%）、

「上層職位唔多」（17%）、「運氣唔好」（14%）、「人事關係唔好」

（14%）、「缺乏社會網絡」（13%）、「高層退休無期」（2%）等。 

約三分二的「第四代」受訪者同意讀大學或持續進修，可以提高向上流動機

會，逾四分三也同意「個人努力和其他後天因素比家庭背景更重要」。這個對

家庭背景影響的主觀理解，顯然與上述的客觀數據迴歸分析結果有差異。 

調查顯示，大多「第四代」較少歸咎於機會不足或不公，反而認為自己未夠學

歷、努力或經驗；約三分二受訪者仍認為香港是公平公正的地方、就業市場開

放、社會充滿機遇。雖然大部分年輕人對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表樂觀，但仍然積

極面對，願意持續進修以提高學歷，保持「每人皆有機會向上爬」的主觀感，

這與傳媒的一般報道只強調政府政策失誤與年輕人抱怨上位機會減少，明顯不

同；亦證明香港大多年輕人並非想像中那麼負面，只顧埋怨客觀環境，他們仍

然相信個人努力與表現會改變命運。 

流動停滯的部分因由，是由於一些世界大趨勢而不可避免（如環球一體化、網

絡化、經濟結構轉型、財富分配不均、高等教育普及化、M 形社會出現）。有

部分是周期性經濟因素，自九七後，本地經濟增長一直放緩，僅為 1978 至 1996

年間的一半。經濟繁榮為人們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同時也促進社會流動；相

反，當經濟成熟與增長放緩時，競爭自然較大，令向上流機會減少。過去 6

年，香港受到環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短期的經濟上落可能是導致過半停滯及兩

成向下流的主因之一，而低技術工人更是首當其衝。 

 



過去政府一直增加入讀大專人數的比例，從 1996 年的 18.5%上升至近年的

40%。教育對提升個人競爭力與流動仍有一定幫助，學士學位是很多職位的入

場券，其後成就很依賴個人的修為與表現。較高學歷也有助減少向下流動的風

險，但增加學士學額等於增加畢業後的職位競爭，擁有大學學位不一定很快便

能找到適合或好職位，特別是當經濟增長放緩時。換句話說，社會流動機會供

應本身並非單方面由勞動質素或供應所決定。當然，念大學不是單單為了找工

作和入息，而是為個人未來一生過着有意義快樂生活作準備。 

在年輕人流動的問題上，也有個人因素，包括年輕人自身的不足（如欠缺獨

立、溝通、自學、解難、創新、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全球視野、國家認識、

抗逆及自信等核心能力），或理想過大，不夠實際；更有部分原因是很多家庭

的縱容與學校教育的落後偏差，未能令年輕人裝備應有的態度與核心能力。上

一代人對下一代人的特質表現應負上一定的責任。 

再者，在全球化趨勢下，新一代年輕人不僅面對本地競爭對手，更面臨全球競

爭對手。提高競爭力與自信，不但可提高個人專業知識，更要重的是視「深層

學習」和培養個人為二十一世紀可轉移核心能力。學校及青年組織應致力協助

年輕人進一步自我裝備。 

在促進社會向上流動，我們須要多聆聽和了解年輕人的擔憂，也要有公共政策

措施、家庭及院校教育改革作對應。在公共政策與制度方面，不少問題是歷史

遺留下來（如經濟單一化、欠缺土地發展令樓價飆升）而需較長期方案來解

決，但也有部分是與現屆政府的政策表現和官民溝通信任有關；當然也有部分

是政治因素，非本港社會可單獨短期內自行解決。公共政策可以紓緩，但很難

短期內改變流動停滯的環球趨勢。 

機遇仍比以前多 

筆者認為，不可單要年輕人講求「獅子山精神」，政府有責任在各政策範疇上

加強支援，包括改善教育機會與質素、協助就業創業、增加交流、培訓與實習

機會。但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有利社會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從而給

年輕人一個得以靠自身努力來向上游的公平大環境。 

 



一些政策與制度的失誤造成不同階層的教育機會不一樣，例如政府對進修夜中

學及大部分自資學士課程的人不給予資助，對有意進修者設置障礙。我們的着

眼點應是在於平等的教育機會。 

雖有不少挑戰，新一代年輕人有的機遇，仍比以前的人更多。時下年輕人不論

在教育水平、知識面、視野和體魄方面都比上一代優勝，年輕人應抓緊機會，

應改變自己的態度和相信自己。正如馬雲所說︰「若能改變自己，世界就會改

變。」 

這一代的客觀環境確實有很大變化，所以制訂青年政策時，不能強把上一代的

經驗或價值觀加諸於新一代身上，也絕不能說「一代不如一代」。現今不少基

層憑着努力和拚搏精神取得驕人成就，繼續寫出一個又一個典型的成功故事。

換句話說，機會是留給已準備好的人，凡事只懂怪罪政府或制度，或要求政府

樣樣出手干預，並不可以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會令社會真的「向下流」。 

只有年輕人成長，香港才可以成長。 


